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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器物上绘制着大量丰富多彩的图

像［1］，绝大部分都与文学紧密相关，尤其是民用

瓷上的人物故事图，但由于载体的大众日用品性、

图式的格套化，长久以来未被学术界重视。事实上

它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中国图像叙事传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陶瓷还是中国最早被西方

接纳的物质文化之一，是最具标志性的中国文化符

号，承载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陶瓷上的图

像亦是如此，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着重从三个角度

探讨陶瓷图像的研究价值与研究路径，并藉此管窥

器物图像研究的相关问题。

一 陶瓷图像与文学的互文性

中国古代陶瓷上的人物故事图与文学关系最为

直接、最为密切。这些文学故事因为流行而出现于

陶瓷图像上，陶瓷图像反过来又加速了它的传播。

陶瓷具有大众日用品、商品、艺术品多重属性，在

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也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

而且，陶瓷具有万年不腐的特性，其上的图像文献

可以弥补文字文献的不足。陶瓷图像与文学的互文

性研究，不仅能发掘陶瓷图像以图传文、以图演

文、以图补文的功能，还能管窥文学在民间的传播

与接受、图像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关系以及中国图像

叙事传统等理论问题。  

第一，以图传文与文学接受。陶瓷器物上出现

大量人物故事图始于金元时期的河北磁州窑瓷枕

上，这与当时杂剧的繁荣密切相关。“元杂剧早期

形成于北方，经历了从平阳、东平、真定、汴梁等

地向大都集中，形成北方杂剧中心的过程。”［2］磁

州窑古属磁州（今河北省邯郸市），与平阳、东平

等地相距甚近。磁州窑瓷枕上很多人物故事图都有

一个共同的元素——“之”字形背景墙，这应是戏

台的象征。因为据廖奔的研究，元代戏台的典型建

制为“四角立石柱，上面为亭榭式盖顶，后部二石

柱间砌有土墙一堵，并在两端向前转折延伸到戏台

进深的 1/3 处，墙端加设辅柱”［3］，“之”字很像它

的变体。但现存瓷枕上的很多图像无法判断表现的

是哪出戏，这是因为早期元杂剧剧目杂多，角色特

征不鲜明。南方景德镇窑生产的元青花瓷器上的杂

剧人物故事则比较容易识别，如昭君出塞、鬼谷子

下山，反映了元杂剧从北向南传播的路线特征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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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经典化、表演程式化的发展特点。明清时期，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曲故事

出现在陶瓷图像上，藉此可以研究它们的民间传播

和接受问题。

16 世纪以后，中国陶瓷大量销售到国外市

场。在西方历史上，只有两个词可以指代中国。一

是“Seres”——赛里斯，古希腊罗马时期对中国

的称呼，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如中世纪的《赫里

福德世界地图》上就有两处赛里斯［4］。另一个是

“China”——陶瓷，16 世纪以后逐渐取代“Seres”

成为代表中国的新符号。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

雷认为：“有史以来第一次，瓷器成为一项真正具

有世界性身份的商品。所谓物质文化的‘全球化

现象’，其实始自哥伦布和达伽马的纪元，中国瓷

器的纹饰、色彩和形制，则是全球化最早也最普

遍的首场展示……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

也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5］伴随着中国陶瓷

走向世界的步伐，陶瓷图像上的故事及其所蕴含

的中国文化也被传播到世界各地。比如《西厢记》

故事最早就是通过陶瓷传播到欧洲的，大约是在

17 世纪［6］，比英译本《西厢记》的出现早 300 年

左右［7］。18 世纪，随着西方在中国定制瓷器风潮

的出现，西方故事及其所蕴含的西方文化也通过

陶瓷传播到中国。比如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

馆藏的一只清乾隆粉彩堂吉诃德故事盘大约生产

于 1745 — 1750 年，而《堂·吉诃德》最早的中译

本迟至 1922 年才出现，两者相距 170 余年。虽然

由于文化隔阂，中西读者都难以准确阐释对方图

像上的故事内容，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印象、浅层

的认知甚至是误读上，但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深刻的，18 世纪前后席卷欧洲的“中国风”潮流

就是从仿效中国进口的瓷器、橱柜、丝绸上的纹

样开始，然后蔓延到园林设计、建筑、戏剧、音

乐、文学等各个领域的。

第二，以图演文与文学现场。陶瓷上的人物故

事图主要出现在民用瓷上，属于民间绘画，对其

研究价值的把握需在与文人画、院体画的对照中

进行。文人画追求自我表现，强调笔墨情趣，脱

略形似，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8］

的论说被奉为圭臬，以追求再现事物为目的的叙

事画因此转移到民间。如柯律格所言，在 1400 —

1700 年期间的中国存在着两条“图像环路”，“可

以假定它们分别由指示性图像与自我指示性图像

所代表，由于后者——现在所谓‘文人画’——

在上层文化中取得了霸权地位，二者因此渐行渐

远，这样前者就被剥夺了话语权，直至叙事性图

像成为不能想象、不能书写的对象，尤其是那些

如今被纳入艺术史常规叙述的艺术家作品”［9］。院

体画虽如民间绘画一样以写实为主，注重形象再

现，但它以服务宫廷贵胄为目的，主要表现宫廷生

活、花鸟、山水等，无法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所

以，民间各种媒材上的叙事画在文化史中有独特的 

价值。

陶瓷上的人物故事图，很大一部分是对小说戏

曲插图的模仿，但是在模仿中又有创新，这与陶瓷

的生产特点有关。小说戏曲插图都是通过木刻版画

制作而成，版本数量是有限的，而陶瓷图像是手绘

的，每一幅都不完全相同。以陶瓷上的《西厢记》

“佛殿奇缘”图为例，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有 60 幅左

右，每一幅都有变化，每一位陶工心中都有自己的

《西厢记》，可以从中管窥民间的思想观念、审美

趣味。如伯克所说，“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

‘想象’过去。正如批评家斯蒂芬·巴恩所说的，

我们与图像面对面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

尽管文本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图像本身却

是认识过去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生活视觉表象之力

量的最佳向导”［10］。

陶瓷上还有一些人物故事图，是对戏曲舞台表

演场景的再现，比如金—元白地黑花长方枕上的高

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11］，英国巴特勒家族收藏

的一只清顺治青花觚上青楼女子练习表演“佛殿奇

缘”图［12］，角色的扮相、动作等都非常清晰，还

原了戏曲表演的现场，是戏曲研究的重要文献。倪

亦斌通过研究清康熙五彩瓷板和青花倭角盘上的

“莲花落”图像，还原了 350 年前这种曲艺的真实

表演形式，纠正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

卷词条里关于“莲花落”的界定［13］。

第三，以图补文与文图互证。陶瓷具有万年不

腐的特性，其上保存的图像与文字文献互释互证可

以解决一些学术难题。比如一只明嘉靖红绿彩瓷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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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绘制了西游记故事图［14］，对照现存最早的《西

游记》刊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书肆

唐氏世德堂刊本《新刻出相官板大字西游记》可

知，它讲述的是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

魔擒 ”故事。从图像来看，人物众多，形象逼真，

按照陶瓷图像的制作规律，不可能是陶工原创，而

只可能是模仿版画插图，因此可以推测在世德堂本

《西游记》出现以前，还存在过其他版本，而且有

插图。广东博物馆藏元磁州窑瓷枕上有一幅西游记

图，比吴承恩《西游记》成书年代要早 200 多年，

为我们探寻《西游记》由民间传说到文人小说的演

变过程及西游记故事传播路径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资料。

以上所举例子都是用陶瓷图像来考证文学文本

的相关问题，反过来也可以用文学文本考证陶瓷图

像的相关问题，比如景德镇成熟的元青花产生时

间。武汉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分别藏有一只元青

花“四爱图”梅瓶。四幅图一般认为表现了陶渊明

爱菊、黄庭坚爱兰、周敦颐爱莲和林和靖爱鹤梅。

它源于元中后期傅习、孙存吾编选的元诗总集《元

风雅·后集》卷七中收录的《四爱题咏》，是 19

位元代著名文人、宗教大师吟咏叶成甫居所“四爱

堂”的诗文总集，其中有 5 篇诗文有明确纪年，分

别为：虞伯生篇和马伯庸篇均为 1333 年，吴月湾

篇为 1320 年，李进齐篇为 1321 年，李䌹齐篇为

1331 年［15］。据此可以推断，《四爱题咏》诗集成

型最早只能在 1333 年，然后才可能从文字形态变

为图像形态，从文人群体传播到陶工群体，这一过

程应该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两个梅瓶的产生时

间只能在 1333 年以后。它们器体厚重，造型秀美，

线条流畅，通体施白釉，青花色泽艳丽，当属成熟

期器物。学术界根据工艺推断，“成熟元青花瓷估

计当在 14 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16］。这一时间与

《四爱题咏》诗集成型时间大致相同，所以文学文

献《四爱题咏》及其在陶瓷上的图像可以作为推断

成熟的元青花产生时间的一个旁证。

二 陶瓷图像与中国图像叙事传统

图像和语言是人类讲故事最重要的两种符号。

文字出现之前的口语时代，原始先民就是用图像来

进行“言说”的，呈现出“语图一体”的表意状

态，文字出现以后“语图分体”，文字成了语言记

忆和非口语言说的基本形式，图像降格为文本语言

的“副本”而存在，但图像作为语言符号的记忆和

叙述功能并没有消逝［17］，一直存在于历史长河中，

代代相传，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传统。中国古代陶瓷

图像毫无疑问是这个传统链条中的一分子，而且因

为它多是对其他媒材图像的模仿，所以以它为中心

可以勾连起庞大的图像网络，藉此管窥中国图像叙

事传统的面目身姿。中国图像叙事传统包括“事”

的传统和“叙”的传统，前者指中国古人喜欢讲什

么样的故事，后者指他们喜欢怎样讲故事。

第一，陶瓷图像与中国图像叙事之“事”的传

统。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陶瓷器物散落在世界各地

的博物馆、私人收藏室、民居等地方，所以研究陶

瓷图像的前提是收集图像。既然是收集，就必然有

一个不断补充完善的过程，但就笔者的收集经验而

言，数量达到一万张左右后，新的图像就很少了，

所以基本上也就能梳理出陶瓷图像的故事类型。这

是因为陶瓷具有大众日用品、商品性质，其上的图

像是用来装饰以吸引消费者的，所以注重迎合大众

喜好、市场需求，“跟风”现象很严重，也因此呈

现出题材类型化、图式格套化特征，不同于追求创

新性、独一性的文人画。

中国古代陶瓷上的中国人物故事类型，可以分

为四大类：一是神话传说故事，来源于道教佛教

典籍、《列仙传》《幽明录》《搜神记》等杂传志怪、

《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等；二是历史人

物故事，来源于史书，主要包括明君、忠臣、孝

子、列女、高士故事等；三是文学人物故事，来源

于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以及历

代诗词文赋等；四是社会风情故事，来源于对其他

媒材图像的模仿，也有少数为独创，包括仕女图、

婴戏图、生产生活图（如渔樵耕读、制瓷、制茶）、

特色主题图（如职贡图、刀马人图、满大人图）。

梳理中国陶瓷图像叙事之“事”的传统，有一

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一些题材不清楚的陶瓷图像

进行考证。陶瓷图像的主要作用是装饰，不追求

故事场景的完整性或者诗书画印的一体化［1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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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多图像的题材都不容易辨识，在博物馆、拍

卖行、展览会、书籍报刊中经常被误读，尤其是在

国外博物馆的文物介绍中，这不利于图像历史文

化价值的发挥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比如

美国学者包华石研究“近代早期中国施政权力的

形象化”时列举了金元时期磁州窑瓷枕上的“丙

吉问牛图”，认为宋代画家用图像如此讲述这个故

事——“丙吉衣着朴素，毫无纹饰，在任何细节上

与其下属都没有什么不同。他的姿势也不是要表现

威严或是激起农夫的自卑之感。相反，当他询问

乡下人那头牛的生理情况时，他是以一种放松的

方式闲散而立的。农夫用正式的问候表达对丞相

的尊敬，但是这与农夫问候其他人的方式也没有

什么不同——都是作揖而已”，是因为宋代画家知

道，“再过一些年头，会有其他人担任那个官职”，

因此“这个故事传递出的政治抽象概念是官职与官

员的分离”［19］。包华石通过图像研究施政权力的

形象化问题，角度新颖独特，但由于中西文化的

隔阂，误读了这幅画，它其实是“归去来兮图”。

叶佩兰主编的《海外遗珍》中也收录了这幅图，

其标题就是“磁州窑张家造白地黑花归去来兮辞 

图枕”［20］。

包华石将瓷枕图像解释为丙吉问牛故事，体现

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这个故事确实是中

国古代图像的常见母题，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很

喜欢。陶瓷上的丙吉问牛图早在明万历时期就出

现了，崇祯时期较多，后延续到清代，但图式变化

不大，比较容易识别。从空间布局来看，一般都是

左边为农夫和牛，右边为丙吉及随从，丙吉或穿官

服，或穿常服，后面跟着仪仗队，阵势有大有小 ,

但一定会有农夫见到丙吉，绝大多数都是跪地，少

数或作揖或站立，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无一例外地

显示出卑微谦恭的姿态。因为这个故事的主题是表

现官员体恤百姓，用图像讲述，又没有文字提示，

若不使用标志官员身份的一些视觉符号（如打扇、

撑伞、车马、随从）就无法清晰地讲述；而且，官

员出行在中国古代图像中有相对固定的图式，呈现

出格套化特征，陶瓷以及器物上的图像更是如此。

所谓“格套”，其实就是叙事传统，如葛兆光所说，

“重复呆板的格套象征着根深蒂固的观念”［21］。

第二，陶瓷图像与中国图像叙事之“叙”的传

统。用图像叙述一个故事，就是将各种视觉符号按

照一定的空间关系组织起来表达意义，米柯·巴

尔（Mieke Bal）说得很清楚：“绘画并不仅仅是往

画布上涂抹颜料，而更是在语义的空间里绘制符

号。”［22］一幅图像中的符号包括色彩、线条、光

影、形象、构图等，每一个符号在历史发展中都积

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蕴含了特定的观念和情感，

所以作者绘制图像，看起来好像是在按照自己的意

志自由地表情达意，其实无时无刻不受到文化传统

的宰制，就如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所说，任何人

都“难逃过去的掌心”［23］。陶工在陶瓷上绘制图

像时亦是如此，所以研究陶瓷上的人物故事图，必

须将它放到中国图像叙事传统形成的链条中，看它

在用图像讲述故事的策略方面，比如在叙述时间、

叙述空间、叙述视角、人物、意象、修辞、图式

等，继承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本文以“图式”为

例略作探讨。

图式属于图像的形式层面，同样表达意义，因

为它也是特定历史、社会、文化的产物。图式在某

一图像主题、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位（类）画家身

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长时段来看，它又不是一

成不变的，总会被加入一些新的元素，然后这些元

素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如希尔斯所说，“作为时

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列变

体”［24］。所以，图式的形成、传承、演变是图像叙

事传统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是同一母题如何用不同图式来表现，以渔樵

耕读为例。渔、樵、耕、读是中国古代的四种职

业，但在图像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隐逸文

化。它的图式经历了从渔图、樵图、耕图、读图

单独出现到随机组合、完整组合的变化过程。晚明

（万历—崇祯）以后的瓷器尤其是外销瓷中的“克

拉克瓷”［25］上，渔樵耕读四图常以开光形式分布

在瓷盘边缘，与盘心的山水、花卉、人物等图像并

置，两者之间没有主题上的联系。由此可见，它只

是一种普遍性的装饰纹样，其隐逸文化的特定内涵

已经消失，只是作为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视觉

符号被广泛传播。

晚明内销瓷上也有渔樵耕读图，不过它多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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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幅形式出现。其中，渔图、读图居多，樵图、耕

图很少。到了清代，无论是独立图，还是组合图，

都注重场景化，与山水、田园、农家生活等景象结

合起来，场景设置多种多样，非常富有创造性，大

大提高了图像的审美价值。比如卢浮宫藏的一只清

乾隆瓷盘图像，用一个人挑着一担稻谷指称“耕”，

在渔夫周围画一群鸭子指称“渔”。这种图式都是

传统渔樵耕读图像中从未有过的，只有像陶工这样

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的人才能创作出来。清末瓷器

上反映耕种场景的图像比较多，这与当时的社会环

境有关。清代立国后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康雍乾三

帝都命人绘制《耕织图》，并亲自题诗作序。这些

图像具有实录功能，对耕织的场景描绘得非常细

致，这必然会影响传统的渔樵耕读图式，有些瓷器

上的图像就来源于《耕织图》。

二是同一图式如何表现不同母题，以“小桥流

水行者”图式为例。从上述渔樵耕读组合图中可以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图中常会出现一座桥，

桥上行走着樵夫或耕夫，桥头亭子里书生坐着读

书，桥下面渔夫坐在水边或小船上钓鱼。对于不知

道渔樵耕读图像传统的人来说，一定以为这是一幅

表现江南乡村生活的风俗画——“小桥流水人家”。

这些陶瓷源出景德镇，景德镇属于江南地区，陶工

们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来表现渔樵耕

读主题，如贡布里希研究图式时所说，“熟悉之物

永远是描绘不熟悉之物的合适的起点”［26］。“小桥

流水人家”是农业文明下中国人心中美好家园的

象征，也因此成为诗文、绘画的母题。但语言叙事

不同于图像叙事，语言叙事可以采用多种人称，图

像叙事却只能采用第三人称，所以用图像讲述亲身

经历的故事，“我”——主人公便必然要出现在画

面中。因此，当艺术家用“小桥流水人家”图式来

讲述第一人称故事时，就会将故事的主人公画在桥

上，形成“小桥流水行者”图式。

综观中国古代图像史，这个图式除了用来表现

上文所述的渔樵耕读母题外，还用来表现其他母

题，比如携琴访友，其典型图式是高士执杖、童

子抱琴，行走在山涧小桥上。它不仅出现在文人

画中，还大量出现在陶瓷、漆器、雕刻品等民间器

物上。再如葛仙移居母题，现存最早、影响甚广的

元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中葛洪行走在桥上，明

丁云鹏的《葛仙翁移居图》中葛仙也是骑牛走在桥

上。携琴访友、葛仙移居中的桥，与渔樵耕读中的

桥不同，具有象征意义，即象征从此岸到彼岸、从

人生的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

三 陶瓷图像与中西文化比较

陶瓷制作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几乎遍布世界各

地，反映了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思想观念、审

美趣味。因此，世界陶瓷图像比较研究不仅可行，

也有价值。虽然目前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但世界

比较文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且形成了一套成熟的

研究方法。语言与图像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两种表

意符号，而且在陶瓷图像领域内关系密切，所以可

资借鉴。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各具

特色，即法国学派与同源性、美国学派与类同性、

中国学派与异质性，但这三个阶段不是线性否定式

的，而是层叠累进式的，从而使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内容随着学科理论的突破而得以不断拓展［27］。综

合来看，他们的比较研究思维有两种——影响思维

和平行思维；比较的目的也有两种：一是偏重求

同，即从不同文明角度观照文学的共同问题，比如

文学性、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共通性；二是偏重求

异，即发掘不同文明中的文学的异质性及其在跨文

明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性。由于陶瓷在 17 — 18 世纪

的中西交流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以这些理论为参

照进行中西陶瓷图像的比较研究，可以管窥中西叙

事传统、中西文化的异同。

第一，中西陶瓷图像影响比较研究。比较文学

学科理论中的“影响研究”是由法国学派在 19 世

纪奠定的。他们将同源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依

据，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实证，认为“存在过跨国度

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

家、作品才能进行比较［28］，并先后探索出四种研

究方法，即流传学、源流学、媒介学、形象学。中

西陶瓷文化交流、影响的事实决定了中西陶瓷图像

影响比较研究的合法性，它的四种方法同样适用于

陶瓷图像研究：流传学以放送者为中心，借其可以

考察陶瓷图像跨文明传播后被误读、模仿、改造的



41

陶瓷图像研究的价值与路径

历程及其对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并探索其背后的

社会文化原因；渊源学以接受者为中心，借其可以

考察“中国风”陶瓷图像的源头、变异及其原因；

媒介学以放送者和接受者中间的传递者为中心，借

其可以考察陶瓷图像的传播路径、传播方式及其对

西方社会的影响；形象学以异国形象建构为中心，

借其可以考察西方通过中国外销瓷和西方“中国

风”陶瓷图像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及其在西方社会发

展进程中发挥的“文化他者”功能。当然，陶瓷图

像与文学的文本形态、传播和影响的路径方式等均

有所不同，所以研究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

此以中西陶瓷图像跨文明传播后出现的“误读”现

象为例略作探讨。

综观中国陶工仿制的西方图像和西方陶工仿

制的中国图像，可以发现，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变

异性。它和语言翻译中的“误译”本质是一样的，

“对于比较文学来说，误译有时候有着非同一般的

研究价值，因为误译反映了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与

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流中的阻滞点。误译特别鲜

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

形”［29］。也因此，透过中西陶瓷图像跨文明传播

后出现的误读现象可以管窥中西文化的不同。

一是中国陶瓷图像传播到西方后发生的误读现

象研究，仍以渔樵耕读图为例。大英博物馆藏的

1760 年英国伍斯特瓷厂生产的一只“中国风”瓷

器上的一组人物，乍一看不知所云，但对于熟悉中

国图像传统的读者来说，可能就知道它是西方陶工

对中国的渔樵耕读图误读的产物。陶瓷图像具有大

众日用品、商品的属性，数量巨大，图像又是手绘

的，即使是同一个母题，表现出来的形态也是千差

万别，不像文学那样有稳定的文本形态。所以，我

们无法得知图像制作者模仿的是哪个瓷器图像，而

只能将其与同时期中国外销瓷上的渔樵耕读图对

比以求证。大英博物馆藏的这幅瓷器图像与销售到

西方的另两个清中期瓷器上的耕读图［30］相似度颇

高，尤其是假山及其上的树木造型、用竿子挑着斗

笠的牧牛人、牛、读书人。另外，中国最早规模化

销往欧洲的瓷器——“克拉克瓷”盘周围的开光里

有很多渔樵耕读图。在这些图像中，渔夫常常头戴

斗笠，高高卷起裤腿，手提鱼篓，西方陶工可能将

其误读并加工为身穿长裙、头戴彩色帽子、手提花

篮的女性；耕夫常常肩扛锄头，西方陶工可能将锄

头误读为铲子，将人物误读为花园园丁，而在人物

旁边画了一株花。综合这些创造性元素，再加上图

像中的假山、古松、灌木等物象，西方陶工是将这

组人物活动的背景理解为花园，而不是田园。做出

这样的推测，并不是主观的，而是考虑了西方的文

化传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欧洲的花园文化源远流长。17 世

纪，当风景画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时，花园也自然

成为画家表现的核心意象。与这两个瓷器同时期的

法国著名洛可可风格画家布歇创作了“中国风”系

列作品，不仅有专门的《中国花园》，而且把反映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中国渔情》《中国舞蹈》《中国

婚礼》《中国餐宴》的活动空间都画得像花园。同

时期的其他艺术家模仿中国的渔家乐图、仕女婴戏

图时亦是如此。比如有一只法国鲁昂窑生产的陶

盘上的图像［31］，模仿的是中国的“秋胡戏妻图”，

不仅将桑树变成了男女主人公手上的花束，还将桑

林变成了典型的欧洲花园。西方人不仅模仿中国图

像时会对人物活动空间进行“花园式”改造，而且

自主创作图像时亦是如此，比如花园饮茶图。它是

西方为销售中国茶叶而自主创作的带有广告性质的

图像，大量出现在茶壶、茶杯、茶碟等茶具上，与

中国饮茶图的图式及文化内涵完全不同［32］。由此

可见，18 世纪的西方人用花园图式改造中国的渔

樵耕读图是完全有可能的。图像在跨文明传播中出

现的这种“创造性叛逆”充分体现了中西图像叙

事传统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差异，如贡布里希所说，

“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

所看到的东西……艺术家倾向于去寻找他们的风格

和素养已为之作好准备的母题，没有中性的自然主

义。艺术家跟作家一样，需要一套语汇才能动手搞

现实的一个‘摹本’”［33］。

二是西方陶瓷图像传播到中国后发生的误读现

象研究，以堂吉诃德故事图为例。在塞万提斯的小

说中，堂吉诃德的形象特征是 50 来岁，身材瘦削，

面貌清癯，穿着曾祖父留下来的破甲胄，戴着自己

用铁棍和纸壳做的头盔，骑着一匹瘦得皮包骨头的

马。他的随从桑丘·潘沙是个又矮又胖、满脸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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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牵着一匹自家的骡子。清乾隆时期生产的

三只西方定制瓷盘上的堂吉诃德故事图［34］，粉本

为法国画家夸佩尔的油画《带着曼布尼诺头盔的胜

利者堂吉诃德》。油画中的人物形象与塞万提斯小

说中的描述基本吻合，维多利亚馆藏盘图中的人物

形象、绘画风格与油画基本相似，但另两只的差异

就大了。从绘画风格来看，油画的焦点透视、光影

已经完全没有了，变为中国的线描；从人物形象来

看，堂吉诃德看起来不是瘦削的，而是正常甚至有

点肥硕的；帽子看起来不像头盔，而像清朝官员的

官帽；马看起来不像皮包骨头，而是体格正常；桑

丘不是又矮又胖、满脸胡子的农民形象，而是马

僮形象，尤其是佳士得 99 号盘上的图像，陶工将

小毛驴删去了，可见他是完全将其误读为一个马

僮了。从这些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陶工是用清代

官员骑马出行的图式讲述堂吉诃德故事。当时的陶

工肯定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故事，所以便只能用自己

熟悉的图式来绘制，如乐黛云所言，“人在理解他

种文化时，首先自然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

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

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35］。由此可见，误读中

隐藏着输出国与接收国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深入

研究。

第二，中西陶瓷图像平行比较研究。比较文学

中的平行研究方法是美国学派在 20 世纪下半叶提

出的，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是类同性，即研究没有

事实联系的国家的文学在内容、结构、技巧、风格

等因素上的特性；二是跨学科，将文学与其他学科

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全面地理解文学。20 世纪

末崛起的中国学派对其进行了补充，认为比较文学

研究还要关注异质性，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不

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这样的研究思路同样适用

于中西陶瓷图像比较研究。

中西陶瓷图像发展历程的差异性非常大。公元

前 12 — 4 世纪，希腊陶瓶上逐渐出现丰富多彩的

人物故事图，但此时的中国（约为西周—战国时

期），陶器装饰还和新石器时代一样，以几何纹为

主，人物纹极少。公元前 4 世纪以后，欧洲的陶

器装饰艺术走向衰落，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复

苏，而中国自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魏晋南北朝的

青瓷、唐代的长沙窑瓷器、宋金元时期的磁州窑瓷

器至元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瓷器、广彩瓷器，人物

故事图一直延续，明清时期尤为繁盛，深刻影响了

欧洲陶瓷。从以上梳理中可知，中西陶瓷发展历程

在时间上是完全不同步的，所以中西陶瓷图像的平

行比较研究，不宜按照惯常的中西比较思路，即直

接选取同一时间段的陶瓷图像进行比较，而必须另

寻他途。刘耘华在研究欧美汉学论著基础上总结出

的平行比较研究的三种方法，即两极对比、以特定

命题或解释框架为中心、以问题意识为线索，注意

“语境化的方法”“发生学、谱系学的方法”等［36］，

是值得借鉴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开展研究。

一是中西陶瓷图像本身的平行比较研究。可以

问题为中心，由点及面，以小见大，从陶瓷图像管

窥中西文化的共性和差异。这样的研究思路是很多

的，在此列举三种。

其一，对同一视觉符号在中西陶瓷叙事图［37］

中不同意义的比较及其发生学、谱系学考察。前人

已经有这方面的研究，只是研究对象多是常见的祥

禽瑞兽、花卉果木、几何图案，对叙事图研究很

少。叙事图是用视觉符号讲故事，同一视觉符号在

中西叙事图中有不同的意义，而这一意义的形成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对其进行发生学、谱系学考

察，可管窥其背后的叙事传统、文化内涵以及经济

社会发展历史，比如中西陶瓷叙事图中的狗。西方

表现男女爱情或情欲的场景中常有一只小狗，如

提香的《达那厄和黄金雨》以及维纳斯主题系列

绘画，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安

东·华托的《惊喜》等。西方定制瓷上也有很多这

类图像，有的是对绘画作品的模仿，有的则是因买

主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后者更能反映图像叙事传统

的无处不在，如一只清雍正瓷盘绘制了一对在花园

中散步的西方情人和狗，其中的男子可能是法国的

路易国王或荷兰驻雅加达的总督达夫［38］。而这一

传统的形成又与狗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意义——最

亲密的朋友、忠诚的象征等有关，是海洋文明的产

物。中国属于农业文明，讲究聚族而居、安居乐

业，狗的看家护院的角色特别重要。早在《老子》

中，“鸡犬之声相闻”就成为小农经济下理想生活

的标志性符号，并由此逐渐形成一种图像传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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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成为农家生活的象征。它不仅出现在风俗画中，

如北宋王居正的《纺车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南宋李嵩的《货郎图》等，也出现在叙事性

的文人画中，如各类桃花源图。清钱慧安的《桃园

问津图》是历代桃源图中构图极为简洁的一幅，但

画家也不忘在人物脚下画上一白一黑两条狗。

其二，同一故事母题在中西陶瓷叙事图中不同

表现形式的比较及其发生学、谱系学考察。正如钱

锺书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

术未裂”［39］，中西陶瓷图像上有大量相同的故事

母题，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反映出两者文化的异

质性。陶瓷图像与其他媒材图像、文学艺术形态密

切相关，研究起来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因此

可借一斑而窥全豹。图像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如

色彩、线条、光影、结构、形象、修辞、图式等，

其传承演变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

需要溯源穷流，方能更好地理解其意义。

其三，以叙事传统问题为线索对中西陶瓷图像

进行比较研究。从前文论述中可知，由于中西陶瓷

发展历程的巨大差异，所以选取同一类的中西陶瓷

图像叙事艺术直接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把 17 — 18

世纪中国陶瓷图像和公元前 12 — 4 世纪希腊瓶画

进行比较（因为两者的人物故事图都很丰富精美），

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两者时间相差 3000 年，历史

语境完全不同，比较出两者图像叙事艺术的异同，

能解决什么学术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不同

的两个事物都可以进行比较，但并非所有的比较都

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思路反过来，“以

问题意识为线”，即以中西叙事传统比较这个问题

为线索，就可以将 17 — 18 世纪中国陶瓷图像和公

元前 12 — 4 世纪希腊瓶画分别纳入中国和西方的

叙事传统形成的链条中进行考察，考察它们对叙事

传统继承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考察变迁背后的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

二是中西陶瓷图像与其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这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陶瓷图像及其背后的历史文

化。已有学者对希腊瓶画与中国汉画像、希腊陶器

与中国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

题材内容、艺术风格、构图方式、空间表现、审美

观念等方面的异同，但数量少，且处于描述现象阶

段，还没有将它们放到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中发掘

其在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上的独特价值。

从上文论述可知，陶瓷图像是一座富矿，关于

它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这是由于陶瓷属于工艺美术

范畴，长久以来研究它的主要是工艺美术学者。虽

然他们的研究也会涉及图像，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

生产工艺，而非丰富多彩的图像。图像研究是 21

世纪的学术热点，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是其中的重

要部分，但其关注点主要在小说戏曲插图、诗意图

上，对陶瓷、漆艺、玉雕、象牙雕、竹木雕、砖石

雕、金属工艺、刺绣染织等器物上的文学图像少有

涉及。陶瓷图像在这些器物图像中具有代表性，不

仅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数量无比庞大、题材丰

富多彩，而且还因为陶瓷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

地位。从文学、文化角度研究陶瓷及器物图像，必

须注意两点：一是载体的物性，体现在材质、生

产、流通、消费等各个方面；二是图像的关联性，

陶瓷及器物图像多是对其他媒材图像的模仿或是相

互模仿，所以需将其放到中国图像谱系中进行纵向

和横向的全面考察，方能发现学术命题，使研究走

向学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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